
童恩正先生曾指出，在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大

陆，从东北到西南，有一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这条传播带上，由纬度高地形低、纬度低地形高而

形成的自然条件互偿特征，使得这里的“太阳辐射、

气温、降水、植物生长期、动植物资源等方面，均具

有相当的一致性”,［1］这是其能成为横跨数千公里同

质文化传播带的基本原因。但是由这种原因导致

的文明传播，就性质而言应是一种人类自发迁徙的

客观结果。只有在青铜时代，通过铜矿采冶的高度

社会组织和整合，人类才能获得自觉迁徙的基本力

量，这也是早期国家往往与青铜时代伴生的根本原

因所在。而这条“半月形文化带”的东北端辽西，恰

是我国北方重要铜金属成矿集中区,考古发现有大

量3 000年前左右的铜矿采掘和冶炼遗址［2］；其西南

端则处于我国川滇铜矿带上，该区域发现的剑川海

门口遗址是云南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其铜器经检

测系本地铸造，距今3200～3800年［3］；在其中部地

带则还有中国西北铜矿资源分布最多的白银铜矿

区。而这条文化传播带，还存在“进入铜器时代以

后……相同的文化因素更加显著”的特征［1］。这些

反映的，便是这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形成，与

古先民的铜矿资源需求及寻觅间应当存在一种难

以绕开的关系。

这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东南端即是今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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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区，该地有三百余公里的安宁河，自东北向西

南流过，汇入雅砻江，再入金沙江。安宁河，汉代称

孙水，清代称安宁河，中游开始两岸为宽谷盆地，气

候温润、土壤肥沃，为四川省第二大平原和凉山彝

族自治州最大农耕区，舒适宜居闻于西南。安宁河

流域不仅农业资源丰富，铜矿资源同样丰富，其早

期铜业开发，对经过其地的西南丝绸之路古“蜀身

毒”道的畅通、对汉代的西南边疆开发，以及对西南

丝绸之路南北线的连接都具有重要作用。这对“半

月形文化传播带”形成中的铜资源动力是一个辅

证，对探索铜业开发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间的关系

也是一种新的启发。

一、安宁河流域铜业开发与西南丝绸之路北
线的畅通

司马迁说“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4］3254确

实，铜铁资源，天下所在皆有，但储量丰富的地区，

却很少见，司马迁在其《货殖列传》中，明言的多铜

之地，只有两处，一为“饶卮、姜、丹砂、石、铜、铁、

竹、木之器”的巴蜀，［4］3261二为“东有海盐之饶，章山

之铜”的吴地。［4］3267巴蜀皆有铜，而饶在蜀之严道。

严道铜山，汉文帝赐予邓通铸钱，以致“‘邓氏钱’布

天下”。［4］3192文帝之时，严道铜山有如此之富，必定有

前期采掘冶炼的基础。

《华阳国志》载秦灭蜀后，秦人、东方六国移民

带着先进生产方式进入蜀地，“资我丰土，家有盐铜

之利”，［5］148“家有盐铜”而非“家有盐铁”，可见铜而

非铁才是秦并蜀后获取的最大宗矿产资源。严道，

治今雅安荥经，在成都平原西外，其铜矿开采从先

秦至民国不绝，而其附近地区则还发现大量战国秦

墓［6］。可见，蜀地的“盐铜之利”并非虚言。一般认

为三星堆、金沙遗址时期，就已大量采用严道铜

矿。而严道也恰恰处在西南丝绸之路北线之上，是

成都平原进入西南夷地区的冲要之处。

当然，严道属于大渡河流域，不属于安宁河流

域。但是，若是严道铜山在当时技术条件难以大规

模开采以满足国家和市场需求时，势必要另寻矿

苗。实际上到西汉中后期，严道铜山的产量就不足

称道了，所以后汉初班固作《汉书·地理志》蜀地腹

心未载有产铜之地。而寻觅新铜苗的方向，就是安

宁河流域。沿着严道南下，翻越天险小相岭，即进

入安宁河流域的源头地区，又开始进入一个铜矿富

集区。《汉书·地理志》载越嶲郡邛都县南山出

铜，［7］1600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亦载之。邛都县处

安宁河流域腹地，大致为今西昌市，其南山之铜，今

也有汉代考古的印证，就是著名的西昌东坪冶铜遗

址。能被《汉书》记载的产铜之地，其规模应该说都

是具有国家影响力的，遍查《汉书·地理志》能有此

待遇的，不过丹阳、越嶲、益州三郡而已。 当然，安

宁河流域的铜矿，绝不是汉人进入后才开始采炼

的，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最晚战国时期流域西

北盐源盆地的汉定筰县地，已能大量铸造反映本地

习俗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在风格上虽然兼具滇西

北、滇中、蒙古、巴蜀等地的风格［8］，但从铸造技术来

看，“大多为本地铸造”，学界认为是《史记·西南夷

列传》筰都夷的遗存。不过，邛都夷腹地的安宁河

谷，迄今还很少发现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但是这不

能说明邛都夷的发展更落后。从《史记·西南夷》列

传对诸夷的叙述来看，司马迁是分为两个圈层来介

绍的。居于内部圈层的在金沙江以南是夜郎、滇、

靡莫等国，金沙江以北是邛都等国，他们都“椎结、

耕田，有邑聚”，是文明程度较高者，外部圈层在金

沙江南和西，是巂、昆明等部落，“皆编发，随畜迁

徙，毋常处，毋君长”；［4］2991金沙江东、北则是徙、筰都

等国，筰之东北则是冄駹等国，“其俗或土著，或移

徙”，［4］2991文明程度又次之。筰都夷恰在邛都夷外

层，邛都夷以农耕为生。不过，从考古发现的青铜

器来看，筰都夷所在的盐源盆地种类、数量、级别，

都要多于和高于邛都夷所在的安宁河流域的青铜

器。但是这不能说明，邛都夷的文明程度要低于筰

都夷，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邛都夷处地平坦

宜耕，汉人进入后，集中居于河谷之中，或将其遗存

大量破坏，或大量销镕其旧青铜器皿以为新用之

故，这在中国古代很常见。毕竟安宁河谷若没有相

对足够发达的铜器文明，是很难与近在咫尺的筰都

夷长期对峙的。

东汉，又在毗邻安宁河流域北段偏东的零关道

（治今凉山州越西县）发现有较大铜山，即司马彪续

《汉书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所载越巂郡零关道

铜山［9］。当然，既然是司马彪所载，那么这座铜山至

少繁盛到了西晋。

安宁河流域的这两大铜山，向东北与严道铜山

相连，这就成了一条通往成都的大道。而实际上，

这两座铜山，都还只是安宁河流域上具有国家影响

力的铜山，沿途其实还有很多产铜之地，如今安宁

河流域北部的冕宁县、安宁河流域西南部的盐源

县、会理县、米易等县，都有大量铜矿资源分布，清

代时期也都大量开采。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发现，从成都平原往西，经

严道，沿安宁河流域南行，直至金沙江，这条道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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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铜矿资源的分布相伴随，且在农业条件较好的

安宁河流域腹地还分布有国家级的大铜矿。而这

条道路恰恰是西南丝绸之路北线古“蜀身毒”道（又

称“零关道”）在今四川境内的线路。而沿古“蜀身

毒”道跨过金沙江进入今云南地区，经大理、保山等

地出境的线路，即今所谓西南丝绸之路“永昌道”，

其南北仍是铜矿资源的分布地带，剑川海门口遗址

就在这一线，《华阳国志·南中志》明载永昌郡地方

“出铜、锡”，［5］285清代的滇西铜厂群也在这个地区，

可见古“蜀身毒”道的全线都伴随着铜矿资源分布，

是一条金色的文明交流通道。

铜矿采冶具有较长的产业链条，须要动员和组

织起庞大的人力，这个动员和组织的过程，就是人

类社会进入早期国家的基础准备。这是我国青铜

时代与早期国家产生同步的历史所正面证明的，也

是后世帝王禁矿所侧面证明的，因为矿场对矿工的

高度组织实际上也就为他们可能的起事反叛进行

了组织准备和武装准备，这样的准备就是准早期国

家的状态了。铜矿采冶聚集人口的规模，根据清代

的文献，是能有一个具体参照的。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四川提督康泰奏称“蜀省一碗水地方，聚

集万余人开矿”，［10］一碗水厂在会理州北部（属安宁

河流域），同治《会理州志》载曰：“康熙五十二年开

采，历未报税”；［11］云南铜厂方面，光绪时督办云南

矿务大臣唐炯奏称“从前大厂率七八万人，小厂亦

万余人”。［12］可见，一个小铜厂聚集万余人是完全可

信的。从先秦至清，中国的铜矿采冶技术并没有明

显进步，安宁河早期铜矿采冶聚集的人口至少与此

相当。由此，沿线皆有铜矿资源分布的安宁河流

域，通过铜矿采冶组织起来的人口，就不难想象

了。而这些高度组织的铜矿采冶的人口，实际上就

形成了安宁河沿线的相当程度的文明基础。文明

的资源是综合性的，丝路两端的商民由此往来，自

然就有了稳固的综合保障。直接联系南亚与蜀地

的古“蜀—身毒”道早在汉开西南夷之前就已存在，

且沿安宁河流域北上，通往成都平原，安宁河流域

早期铜业开发自有一份不小的功劳。

二、安宁河流域铜业扩张与西南丝绸之路南
线的交通

西南丝绸之路的南线，一般依《史记》称为“五

尺道”，安宁河流域的早期铜业开发，很可能是将西

南丝绸之路“零关道”与“五尺道”在金沙江中游联

系起来的重要因素。

《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载会无县“路通宁

州。渡泸得住狼县。”［5］210住狼，廖本注，住当作堂，

狼当作琅，以为即《南中志》之堂琅县。 会无，大致

即今凉山州会理、会东地，在安宁河流域东南外。

因此，这条记载云南学者多认为是由蜀入滇之另一

大道，也以此为其开通之下限。窃以为这条道路是

确实存在的，其作为官方道路开通至晚应在汉武帝

元鼎六年（111BC）。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军定邛、筰事云：“南

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冄駹皆震恐，

诸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黎郡，冄

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4］2997从文本的

叙述来看，汉军先诛且兰，再诛邛君，随即杀筰侯。

且兰，《华阳国志·南中志·且兰县》“汉曰故且

兰”，［5］260《汉书·地理志》“故且兰，沅水东南至益阳

入江”，［7］1602沅水，即今湖南沅江，则且兰之国正在今

黔东湘西一带，南与南越国相接。《史记·西南夷列

传》又载：“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

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

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

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

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

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

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4］2996从此段

叙述来看，汉军先破且兰，而后兵向南越，南越已破

的消息传来，便回师灭头兰，头兰又灭，夜郎王遂

降。《索隐》云“头兰即且兰”，［4］2997其所据当为《汉书·
西南夷传》。但若此，汉军则两次攻且兰，颇不可

解。且《史记》该段叙述，且兰、头兰分得很清，还特

别说明头兰是“常隔滇道者”，因此，头兰当如任乃

强先生所说，在今滇东北一带，为夜郎藩屏之国,如

此也才称得上“还诛”。［5］279-280而汉军还军之后，其进

军的主要目标也不是头兰，而是邛筰，所以才会说

“行诛头兰”，即在进军途中顺道灭了头兰。若此，

汉军灭邛、筰的进军线路，应是从今贵州腹地经今

黔西北、滇东北，过金沙江而入邛都夷境。邛都夷

在内，筰都夷之外，灭邛则筰直接暴露于汉军兵锋

之下，所以才“并杀筰侯。”而由滇东北入邛都，汉军

所经道路，当是自堂琅县（治今昭通市巧家县）进入

金沙江河谷。

对此，从地理形势和文献上可以找到两条理

由：其一，汉军灭头兰后，由堂琅县入邛都夷是最可

行而便捷的道路。昭鲁盆地北部外沿金沙江一带

皆连绵之崇山峻岭，北上交通极度艰难，至今欲从

昭通深入到安宁河流域最捷之路也在巧家过金沙

江。其二，汉军还需要以兵威将滇东北扫荡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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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二年（109BC）汉廷分犍为南部置属国都尉，统

四县，汉阳、南广、朱提、堂琅。这四县是武帝建元

六年（135BC）初开南夷设犍为郡时所置，为犍为极

西南之县，其中朱提县以今昭鲁盆地为腹心，堂琅

县则在今昭通市巧家县、会泽县、昆明市东川区一

带。但是，犍为南夷诸县，并非兵威所定，而是唐蒙

重币贿赂夜郎侯，使之纳土为郡县后，“夜郎旁小邑

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

约”才开置的。［4］3840唐蒙开道数年，巴蜀民疲惫不堪，

南夷又数次反叛，难以实际统治，汉廷为集中财力、

兵力征伐匈奴，“遂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

稍令犍为自保就”，［4］3840南夷诸部实际上已经不再奉

汉廷政令。因此，此时汉军诛头兰，必定要向其已

设诸县，炫耀兵威，南夷最西之堂琅县，也当行军耀

威。而堂琅恰处渡江捷道之上，可收两便之功。

另外，从考古发现来看，从堂琅渡金沙江，入昭

鲁盆地，应是早就存在的另一条沟通金沙江南北的

道路所在。川西南安宁河流域与滇东北昭鲁盆地，

同处“半月形文明传播带”上，安宁河谷北部冕宁县

新石器时代高坡遗址发掘出的瓮形器、碗、钵、器流

等器物的某些类型就与昭鲁盆地野石山、盆地边缘

马厂遗址的相关器物非常接近，但是在安宁河流域

的其他地方却很少发现，惟西昌市西南经久乡大洋

堆遗址的中段发现过相似的瓮形器。 冕宁—西昌

—昭通的连线，勾勒了一条安宁河与昭鲁盆地的文

明交流古道。

而从商代晚期断续式地绵延到东汉时期的，在

安宁河流域广泛存在的大石墓文化，也有跳出安宁

河谷，从会理县城河流域进入金沙江的现象。2005

年会理县南阁乡雷家山坡上发现了一片古墓地，其

出土物中的“圈足杯、平底单耳罐、叶脉纹纺轮等具

有明显的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的文化因素，而单耳

罐、尊形器、圈足罐、双鋬手罐等则具有金沙江流域

石棺葬文化因素”，［13］可见，安宁河流域通过城河进

入金沙江。而城河流域恰恰也是会理青铜文化的

集中分布地带，上游的会理盆地，下游黎溪、河口、

普隆、新安一带都有发现［14］。而城河流域青铜文化

特征，同时受到滇西、滇池、横断山石棺葬，以及蜀

文化的影响。显然这片地区是一个东西南北的交

通中心，任乃强先生认为的由此过金沙江，南下昆

明的魏晋时期川滇捷径，很可能是古已有之的先民

交流、迁徙道路。

不过，还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的考古揭示来

看，城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所受蜀文化影响要远远高

于盐源盆地的青铜文化。除了不少陶器的相似外，

其非墓葬出土的成熟青铜器中，就发现有典型的蜀

式器物——“烟荷包”状钺，［14］而盐源盆地青铜器身

上蜀文化的影子不过是锻造技术的相似，并没有典

型蜀式青铜器的出现。盐源盆地在安宁河谷北，城

河流域尤其是青铜器出土最多的下游，则在金沙江

北岸，因此，很可能两地的蜀文化是从不同的道路

传播而来的。无独有偶，滇东北昭鲁盆地以营盘墓

地乙区为代表的成熟青铜器遗存（与其西边的黔西

北威宁中水青铜时代遗址第一期文化内涵和时代

都一致），“主要为巴蜀文化的东西”。［15］两相观照，

不得不令人产生蜀文化进入昭鲁盆地后，又西下金

沙江，再逆江西上的印象。毕竟当时昭鲁坝子与滇

池间最近的大道，即由今昭通市鲁甸区翻越古堂琅

山进入曲靖市会泽县的道路还难以逾越，或由五尺

道由东而绕，或由此西下金沙江直入滇中滇西反为

捷径。

同时，昭通市巧家县1991年发现的小东门石棺

葬，也表明金沙江石棺葬文化很可能在西周至春秋

早期已经沿江而下到达这里［16］，但再没有东进。这

至少能说明，巧家是金沙江沿岸古文化交流的一个

重要节点。而巧家对岸的四川会东县与宁南县之

间，有一条金沙江支流黑水河，沿河谷北上，恰能到

达安宁河流域的腹地——今西昌平原，这条道路在

今则是西昌到巧家的大道所在。

城河流域青铜文化富集，有个绕不开的因素，

就是城河下游的黎溪盆及金沙江东下北岸一带，都

是铜矿富集区。而巧家，其县城金沙江对岸今属凉

山州会东县地界，也是铜矿富集地，清代在此有著

名的大风岭铜厂。金沙江南岸今会泽、东川、巧家

交界一带（皆属汉堂琅县）则是川滇铜矿带上铜矿

最富集之地，2013年东川区铜都街道营盘村玉碑地

也发现了炼铜聚落遗址，考古学家推断其时代为战

国以前。这个遗址的典型陶器为底部有叶脉纹的

带耳陶器，所展现的特征，并不同于滇池地区，考古

工作者认为可能是小江流域的独特文化［17］。但带

耳陶器（源自西北文化的典型器物），及其底部叶脉

纹的特征，在安宁河流域的考古文化中却也很常

见，如在西昌棲木沟遗址、会理县东咀遗址、德昌县

汪家坪遗址等都是常见器物。而传统认为这些器

物在西南夷地区出现，一般是在汉代中期以后。可

见此处铜矿的开采可能稍晚一点，且应当来自北岸

安宁河流域铜业开发的扩张。从《汉书》《后汉书》

都记载邛都南山出铜，又都未提及堂琅产铜，且邛

都之铜又得到了迄今西南发现的最大的东坪汉代

冶铜遗址的印证来看，这个论断是颇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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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若是再次注意到“半月形文化传播

带”本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越到青铜时代，文化

共性越多，而金沙江中游的石棺墓本身是沿金沙江

传播，且东端又在巧家，恰是金沙江两岸铜矿资源

最密集分布的地区，而巧家以下要在永善方有铜

矿，但至今永善至巧家尚须经昭鲁盆地出横江乃可

到达，巧家以下直至永善黄草坪，江水多滩亦难行

舟，清代云贵总督张允试图开通此段金沙江航道也

以失败告终，因此，石棺葬人群沿金沙江支流城河

扩展到会理盆地，或沿金沙江下至巧家，其动力很

可能是寻找铜矿资源，反之到达会理盆地的安宁河

谷先民也可以同样的道路进入金沙江两岸。而一

旦到达巧家，昭鲁盆地与安宁河流域的道路就算连

接起来了，西昌—巧家—昭通连接为线，西南丝绸

之路北线的“零关道”和南线的“五尺道”也便实现

了连接，金沙江的阻隔进一步被泯灭，西南边疆的

文化一体性趋于更高层次。汉军灭头兰后，由此道

北上安宁河流域，亦有了文明基础。

三、安宁河流域铜业开发与汉代对西南边疆
的开发

安宁河流域的铜业开发，是“零关道”畅通，西南

丝绸之路南北线实现连接的重要动力和保障，这本身

是西南边疆早期开发的基础性工程。但在此之外，对

于第一次将西南边疆纳入华夏大一统王朝统治的汉

代而言，安宁河流域的铜业开发还为汉代开发西南边

疆提供了直接的金融保障，从而为将西南地区初步融

入华夏文明系统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

汉开西南夷，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在初开阶段，

汉廷主要靠货贿建立与西南诸夷的关系，货贿物品

之中，铜钱是赠送的大宗物资之一，也是汉廷开道

和用兵经费的主要来源。如唐蒙治南夷道“费以巨

万计”，司马相如定西夷，“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

夷”，［4］3046、3047“数岁而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

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

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7］1158班固总结说是“散

币于邛僰以辑之”。［7］1158为铸造钱币，保证经费，汉廷

则大量采铜铸钱，“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

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7］1163两汉史书

中类似记载甚多，可以说汉开西南夷，铜矿资源的

大举开采也是其基础性保障工程之一。至于后汉，

以安宁河流域为腹心的越嶲郡，往往成为西南夷开

拓的基地。光武帝建武十九年，“武威将军刘尚击

益州夷，路由越嶲”，［18］2853建武二十七年，西南徼外

大国哀牢决意归汉，率种人“诣越嶲太守郑鸿

降”，［18］2849明帝时遂以哀牢国地设为永昌郡，汉廷不

仅开地数千里，“蜀—身毒”道也最终打通；益州刺

史朱辅在明帝时期经营西南夷，“白狼、槃木、唐菆

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

贡，称为臣仆”，［18］2855从户口来看为汉代西南最大边

功，“白狼、槃木、唐菆”都是生活在越嶲郡以西以北

的族群，安宁河流域正是招抚他们的基地。东汉招

抚西南诸夷，最常用的手段还是赂以财物，这是白

狼王所献《远夷乐德歌诗》中“多赐缯布”所明言

的。［18］2856西昌市南东坪村发现的炼铜铸币遗址，面

积巨大、铜渣堆积厚，是国内罕见、西南地区目前可

见最大的炼铜铸币遗址［19］，发现的王莽时期的货泉

铜母范和东汉五铢钱铜母范也具官方身份［20］，安宁

河流域实是当时西南夷地区“金融中心”，而这个身

份则来源于安宁河流域当时国家级的铜矿资源。

西南丝绸之路沿线都有五铢钱发现，也是对这个地

位的印证。

同时，从西昌东坪遗址的文化遗物来看，“东坪

遗址居住的是内地来的移民”。［20］这暗示出安宁河

流域的铜矿开发，是王莽以后才趋于高峰的。凉山

州博物馆的孙策、唐亮两先生通过对安宁河流域考

古文化的纵向综合研究，就发现“东汉以后，安宁河

流域的大石墓突然消失”，推测原因是“汉朝政权对

此地有了强有力的控制，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部分

邛人放弃了氏族社会的习俗与汉人融为一体”的结

果［21］。这个推测应是成立的，不过这个转变的另一

前提性基础应当是汉人的大量进入，只有汉人大量

进入，汉廷的地方政权才有足够的控制力量，安宁

河流域仅西昌境内的汉代砖室墓就达数百座［22］，而

砖室墓在四川地区最早的起源是王莽时期［23］。王

莽时期在金融上的一个特点，就是郡国重新获得了

铸币权，光武中兴复行五铢后，虽未有明诏记载放

权郡国铸钱，但和帝初即位，即于章和二年（88年）

四月以先帝遗意“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

县官如故事”，［18］167至少此后就算铸币权仍在中央，

铜矿采冶的权力却回到民间，那么安宁河流域丰富

的铜矿资源就足以吸引大量商人、铜工不断进入

了。这项政策是与安宁河流域东汉时期汉文化因

素急剧增强同步的，当然也就凸显了安宁河流域铜

矿资源之于洛阳汉廷在西南边疆建立中国古代史

上可能最大的西南边功间的重要关系。

（下转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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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联姻，把优质的双语教学资源及时地传递给

云南民族地区的学校，实现优质资源共享，并且

依托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形成云南民族地区双

语教学的新模式：如借助互联网运用双语进行交

流，让少数民族的艺术进课堂，通过艺术演绎，让

学生进入角色，在学好汉语的同时，热爱本民族

的语言，自觉自愿地做民族语言的传承者与弘扬

者。总之，政府及社会各界通过多种途径对双语

教师开展培训，推动双语教师素质的提升来实现

教学技能提升，提升教学效果，实现双语教学目

标的生成。

四、结语

云南民族地区双语教学模式的建构是一个系

统工程，基于语言生态学的维度来说，它应当是一

个结构完备、功能强大的生态系统。云南民族地区

的双语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特

殊教育的一份子，对于推动我国的文化传承、民族

团结，社会和谐、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意义重大，因

此，各方面必须予以重视，协同发力，才能真正有效

地推动云南民族地区双语教学良好生态的形成，才

能为伟大的中国梦助力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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